
中外法学 PekingUniversityLawJournal

Vol.29,No.3(2017)pp.645-655

《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的得与失

叶金强*

摘 要 《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的“通则思维”危害极大,“民事权利章”是其典型表现。

在民法典分则会对各项民事权利作详尽规定的预设之下,没有必要再设“民事权利章”。《民法

总则》在人格利益保护方面,采行了人格利益保护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之模式,个人信息保

护则采行为规制模式,这均应予以肯定。“民事权利章”之中的现有财产权规定应予删除,以免

出现财产权规则分置于总则和分则的局面。荣誉权之规定也应当删除。

关 键 词 民事权利章 人格保护一般条款 行为规制模式 荣誉权

一、问题的提出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民法典总则编业已公布并即将施行,其隐于幕后的虚拟制定者

自有其短长判断。此一政治推动的法典大计,勃勃雄心之下,能否成就千秋功业,尚待世人评

说。其中的“民事权利章”,虽系沿袭《民法通则》体例而来,但因二者背景迥异,已完全不能同

日而语了。比较法视野之下,民法典总则设“民事权利章”实乃新创之举。〔1〕不同于《民法通

则》,民法总则编将与分则各编共同组成民法典,法典各分则编会对各项民事权利作详尽的规

定,那么,《民法总则》仍设“民事权利章”意欲何为?

立法者在《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的说明中指出:“草案第5章规定了

民事权利。这一章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和完善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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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民法重述、民法典编纂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14ZDC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德国民法典》总则编仅设“权利的行使、自卫、自助”一章,规定了权利滥用之禁止、正当防卫、紧急

避险、自助等内容;台湾地区“民法典”总则编与《德国民法典》一致,同样无“民事权利章”,仅设“权利之行使”
章;《日本民法典》总则编之中也没有“民事权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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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要求,凸显对民事权利的尊重,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为民法典各分编和民商事

特别法律具体规定民事权利提供依据。”〔2〕而学界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

设第5章规定各种民事权利,透露出立法机关的三项立法意图:立法意图之一,不采纳学

者关于专章规定民事权利客体的建议,因为本章规定了各种民事权利,其权利客体也就

包含在其中;立法意图之二,将来编纂的民法典不设人格权编;立法意图之三,编纂民法

典将不设置债权总则编。〔3〕有学者批判《民法总则》的此种安排,认为《民法总则》沿袭

《民法通则》对待民事权利的立法技术,肯定费力不讨好,一是这不符合能够进入《民法总

则》的民法规范的两项资格条件,不伦不类;二是若规定物权则无论如何都会差于《物权

法》,若规定合同债权则无论如何都难以与《合同法》比肩,若规定侵权责任则无论如何都

简陋于《侵权责任法》;三是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在现行法上过于概括,缺乏可操作性,亟
待丰富,其远离总则,科学的《民法总则》不应规定它们。〔4〕另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

的此种安排,可以称之为“权利宣示模式”,即直接将民法典涉及的全部权利,以正面的方

式规定出来,让人一看到该章,就对民法典的全部权利一目了然。〔5〕

这里的问题是,“民事权利章”能否像立法者所言,可以为民法典分编和民商事特别

法具体规定民事权利提供依据? 民法典分编和民商事特别法规定民事权利,需要由总则

提供依据吗? “民事权利章”为法典分编和特别法提供依据了吗? 此外,立法者的三项意

图本身是否妥当以及是否适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并且,应以什么样的标准将权利

规则切分于总则和分则之中呢? 宣示权利、显现民事权利之全貌,是否需要以一章之篇

幅为代价? “民事权利章”共计24个条文,这些条文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对这些具体条文

以及这样的整体性安排,可给予什么样的评价,以及相关规定的规范意义何在,是本文拟

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权利立法与权利宣示

民法是权利法,以权利为核心。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规范集合,以各类民事权利为基础构

建了分则各编,由此也展现了权利在私法领域中的基础性地位。民法典物权编以物权为中心,

合同编以合同债权为中心,婚姻家庭编以身份权为中心,继承编以继承权为中心,形成了基本

的民事权利体系。侵权编则专司权利之救济,而知识产权应也可以纳入民法典,作为民法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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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2017年3月8日在第12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上所

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03/

09/content_201389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5月2日。
参见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2016年第5期,第16页。
参见崔建远:“民法总则如何反映民事权利”,《求是学刊》2015年第7期,第76页。
参见李永军:“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评述”,《法学家》2016年第5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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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6〕知识产权的发展变动属性及由此而来的修订需求,可以通过民法典分编修订方案来

实现。〔7〕民法典的制定过程,正是权利立法之过程,权利立法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基本方法,

分配正义理念通过立法程序塑造出一定的权利结构,进而透过权利实践实现于社会生活之中。

分配正义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分配利益或负担,分配正义之运行由三个要素构成:被分配的利

益或负担、接受分配之人、分配之标准。〔8〕整个民法典编纂,主要便是围绕这几个要素来确

定权利规则。民法典确立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侵害时,侵权法规则显身,矫正被破坏的

利益格局,以实现矫正正义。

作为权利法的民法典,其权利立法主要应是由各分编完成,民事权利体系也是在对分编鸟

瞰式的观察之下形成的。所谓的权利宣示,应是权利立法的附带效果,权利规则的规范效力,

即已宣示了权利的神圣与不可侵性,权利规则之外实不宜浪费大量条文作非规范式的宣示性

表达。当今时代,权利观念已沁入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每一个人有所敬畏,空洞的宣示性条文

已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现有法律体系中,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

单行法构筑了我国民事权利体系,并已架空了《民法通则》“民事权利章”。按照现有的立法方

案,这些单行法最终修订后构成民法典的各分则编。这样,《民法总则》之中还有什么必要对各

项民事权利作出规定。宣示性规定充其量用一个条文即已足,而若是规范性的规定,必然会导

致同一权利规范分立于总则和分则,从而肢解了权利立法,这从立法技术角度来看,必定是十

分糟糕的选择。
《民法通则》制定之时,我国尚未制定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等基本规则,通则类似于一个

简明民法典,其“民事权利章”完成了基本民事权利体系的构建。而今,民法典编纂之际,《民法

总则》制定之外,已预设有法典分则各编的权利立法,此时持“通则思维”仍设“民事权利章”,只
能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了。而且,并非如立法者所言,《民法总则》“可以为各分编和民商事特

别法律具体规定民事权利提供依据”,分则权利编并不需要这样的依据,“民事权利章”也没有

任何条文可以为分则制定提供依据。故此,《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中的大部分条文应予删

除,具体容后详述。

比较特殊的是人格权法,因现行人格权规则主要规定于《民法通则》之中,而民法典分则若

拟不设人格权编,则《民法总则》必须完成人格权之权利立法任务。现《民法总则》中涉及人身

权的有四个条文,其中第111条列举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

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而《民法通则》中是分条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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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是私权,知识产权已经渗透到了传统私法的各个领域之中,例如物权法对知

识产权质权的规定、合同法对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的规定、婚姻法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继承

法对知识产权继承的规定,知识产权“入典”成编,是一种民法法典化、现代化的运动趋势。参见吴汉东:“知识

产权应在未来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知识产权》2016年第12期,第3-7页。
将来民法典的修订,可以采分编修订的方案,根据各编修订的需要,分步分别进行修订,变动较快

的部分,修订的频次可高一些。

SeeErnestJ.Weinrib,TheIdeaofPrivateLaw,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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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权、荣誉权、婚姻自主权权利。〔9〕比较而言,对于确定有分则编支持的各项权利更适合以

单一条文列举之方式完成硬要完成的所谓权利宣示,而立法计划之中尚没有单编设计的人格

权编,则总则宜做更为细致的规范设定。《民法总则》的做法实际上正好相反,该详未详、该略

未略,可能形成人格之权利立法不足,财产权之宣示与列举有余。这样的设计还会导致将来各

类具体人格侵权案件均引用第111条,从条文引用中看不出来是哪项人格权被侵害,并增加了

案例检索的难度。

三、人身权益及个人信息保护

(一)人格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

《民法总则》在设立具体类型人格权之外,还规定了自然人一般性人格利益的保护规则,其
第109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有学者指出,该条款具有抽象概括

性,可以作为人格权保护的兜底条款使用,为未来新型人格权益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10〕这

样,结合第111条之规定,《民法总则》构建出了人格利益保护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之模式,

比较而言,应是较为妥适的立法选择。同时,这里将人格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适用主体限定于

自然人,也十分合理,盖法人人格利益多具财产性,较稳定、易穷尽,伦理位阶较低,完全没有必

要通过概括性条款提供开放性的保护。

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制定阶段侵权立法主动放弃了法国大一般条款模式,而采三个小一般

条款的方案,〔11〕并且民法典中仅列举了生命、健康、身体、自由、姓名等法益,人格利益保护范

围非常狭窄。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过失损害他人名誉不会受到制裁,故意损害名誉者才

会经由刑法对侮辱、诽谤的规定,结合其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保护性法规而构成侵权。〔12〕

因法典的有限保护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为顺应人格利益的保护需求,法院结合大量侵权

案件通过判例发展出了一般人格权制度,创造出一种框架性权利。有学者指出,这里所走的并

不是大陆法系传统的“规范化”的路径,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个案判断”的思路,〔13〕系经由案

例累积发展出新的规则。一般人格权制度保护的范围非常广泛,德国学者指出,我们使用“一
般人格权”这样的称谓仅在于标示一个给予不同强度保护的利益综合体。〔14〕这里,德国经由

实践发展出来的此种模式,与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模式尚有一些差异,一般人格权虽具开放

性,但已被承认为是一项绝对权。〔15〕并且,一般人格权制度因其法官法的特质,也是直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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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参见《民法通则》第98-103条之规定。
参见王利明:“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几点思考”,《法学家》2016年第5期,第6页。

Kötz,Wagner,Deliktsrecht,München:Luchterland,10.Auflage,2006.S.40.
参见(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第32页。

DieterSchwab,EinführungindasZivilrecht,Heidelburg:C.F.MüllerVerlag,16.Auflage,2005,

S.136.
参见福克斯,见前注〔12〕,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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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阶段实现利益保护范围的扩张,而不是先有权利立法上的弹性规范,后有侵权法实践跟

进。

19世纪初制定的《法国民法典》未对人格权作任何规定,但因其作为侵权一般条款的第

1382条对侵权行为的规定富有弹性,所以19世纪中叶之后的判例,将各种侵害人格利益的行

为,都通过侵权行为法来实现救济。〔16〕《瑞士民法典》原第28条规定了人格关系的保护,

1982年瑞士民法修订,将人格关系修正为人格,于其第28条第1项规定:“人格受到不法侵害

时,为寻求保护,得向法院起诉加害人。”其最大特色及贡献在于对人格保护设概括的规定,此
种概括条款式的规定,具有开放性,备受肯定,并影响及于德国一般人格权的发展。〔17〕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追随瑞士法,采行了相似的框架。

我国民法学界对一般人格权理论有着深入的讨论,〔18〕但德国特有制度背景生发出来的

此一制度并不适合我国,其与我国侵权法模式不相契合。学者指出,在采取大的一般条款的侵

权行为法结构中,本来就不存在“兜底”保护的必要性。〔19〕这从侵权法的视角来考虑,有一定

的道理。《民法总则》之前,我国人格利益保护的开放性,是透过《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实现的;〔20〕前者中的“人身”以及后者中的“民事权益”,在解释上

均包含了人格权益,如此,人格权益之保护获得了开放性的架构。此种解释方法与法国法十分

相像,《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所保护的范围也未设限制,解释中将人格利益包含进去。〔21〕

不过,此种模式之中暗含的基本问题是:未被人格权覆盖的人格利益之应受保护性是如何获得

的? 是否需要一种规范性的安排? 对此,德国一般人格权制度虽为判例发展出的规则,但已被

视为一项绝对权的一般人格权尚可视为一种规范性安排,此种框架性权利于“框架”内所形成

的弹性,为发展中的人格利益保护提供了空间。而人格利益保护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之模

式,通过人格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为侵权法实践提供了规范基础,权利立法与侵权法区分较为

清晰,人格权法内是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侵权法则透过人格保护一般条款形成开放性。

我国现行法与法国法一样,是直接由侵权法大一般条款来实现一般人格利益的保护,而不

是采上述人格权立法加侵权法的路径。权利立法与侵权法的界限原本是比较清晰的,权利立

法是侵权法的起点,侵权法是要去实现权利法所确立的利益分配,恢复被破坏的利益格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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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参见(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页。
参见尹田:“论一般人格权”,《法律科学》2002年第4期,第11-18页;冉克平:“一般人格权理论的

反思与我国人格权立法”,《法学》2009年第8期,第133-144页;易军:“论人格权法定、一般人格权与侵权责

任构成”,《法学》2011年第8期,第829页;沈建峰:“一般人格权财产性内容的承认、论证及其限度”,《比较法

研究》2013年第2期,第48-60页;朱晓峰:“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尊严权”,《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第

49-70页。
参见薛军,见前注〔13〕,第35页。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

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参见王泽鉴,见前注〔17〕,第24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是,在人格利益保护领域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模糊。这主要是因为人格权法所具有的特质,由于

人格平等的基本价值取向、人格权赋予的平等性,不像物权、知识产权等的类型规则本身一般

并不含有分配属性,人格权类型规则中往往即含有分配属性,分配与类型设定同时完成。而

且,人格利益具有精神属性,精神世界空灵而又变动不居,使得人格权即使类型化了,类型描述

也非常困难,更难于用规则建构出复杂、精细的结构,只能停留于类型名称的给定。这样,人格

权法多表现为类似“公民享有名誉权”这样的简洁表达,人格权法本身变得“简单”了,人格权的

展开与发展,将更多地仰赖于侵权法实践,展现为人格权法为“判例法”的现象,〔22〕这也是比

较法中人格权规则和侵权法合一的原因之一,早期人格利益保护不足阶段,透过侵权一般条款

来实现人格利益的充分保护,也是合理之举。

而今,《民法总则》改变了原有的人格利益保护之开放性直接透过侵权法规则达成的格局。
《民法总则》第109条属于广义人格权之权利立法范畴,通过“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这样的彰

显人格利益核心要素的表达,确立了具体人格权保护范围之外的一般人格利益的应受保护性,

使其成为《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民事权益”之中的法益,实现了权利立法与侵权法的结

合。这样的安排值得肯定,其于人格权法内形成人格利益保护之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的模

式,在具体人格利益之外为发展变化中的其他人格利益提供了开放性的空间,相应人格利益再

置于侵权法的保护之下,结构清晰,逻辑上也更为顺畅,堪称人格权立法模式的新典范。“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之语义、内涵本身存在的可能约束,不会成为障碍,具体个案中基于实质性价

值判断所确定的应受保护的其他人格法益,将会被纳入第109条进而导入侵权法的轨道,人性

尊严、人格自由发展所需要的全部人格法益,由此可获得妥适的保护。

综上所述,人格利益的开放性保护的三种模式已隐约可见:一是法国模式,透过侵权一般

条款实现一般人格利益的开放性保护;二是德国模式,经由实践发展出一般人格权这样的框架

性权利,利用框架性权利的弹性来为一般人格利益提供开放性保护;三是中国模式,由人格权

法中的人格利益保护一般条款,确立一般人格利益的应受保护性,进而透过侵权法实践实现一

般人格利益的开放性保护。
(二)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为规制模式

《民法总则》之中,实实在在的规则主要集中在人身权利和个人信息保护部分。二者分别

采取了权利化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总则并没有设定“个人信息权”,而是以行为规制的方式,

为个人信息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利益保护可采权利化模式、也可采行为规制模式,前者给予

全面的更高强度的保护,后者则限定于一定的范围,保护力度也相对较弱。权利化模式,设定

具体权利类型以涵盖相应利益,并将相应利益划归权利人享有,赋予权利人一般性的排他可能

性。行为规制模式则是从他人行为控制的角度,来构建利益空间,通过他人特定行为的控制来

维护利益享有者的利益。为此,有学者区分了对权利之侵害和以特别应受谴责之方式致害,认
为权利享有者对特定利益的追求和实现之权能的排他性非常高,以至于故意或过失致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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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王利明:“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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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构成侵权行为,后者则仅针对特定的损害方式提供保护。〔23〕

行为规制规则与权利规则一样,同样具有利益分配的功能,并且,所分配利益也具有排除

功能。行为规制方式相当于在整体利益空间之中,通过行为控制切割出利益享有者的利益空

间,使其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其有限的保护格局系基于冲突利益的权衡,行为控制的实际

效果是将部分利益划归利益享有者,同时对行为人行为自由给以适度的保障,为行为人留下的

自由空间比权利化模式更为宽广一些。〔24〕对于财产性的利益而言,采权利化模式会便利相

应利益的流转,例如,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至少有一个好处,可通过注册登记制度使其成

为可转让资产,因此回收资金的方式更多。〔25〕

《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

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该条确立了行为人“依法”取得个人信息的义务,

即其信息取得应有合法的基础并应遵循适当的程序、采取妥当的方式为之;对依法取得的信息

则负有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应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信息的泄漏等;〔26〕同时,禁止非法收集、加
工、传输、买卖、提供、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这里,通过对行为的控制,为个人信息利益支撑起一

片天空;同时,不同于权利化模式之下的一般性不作为义务,行为人的行为约束也相应有所限

定,限定于立法列举的方式。权利化模式保护力度更大,行为规制模式通常是在全面保护之网

中截取一小部分加以规定,保护的范围与力度均相对弱一些。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而言,个人信

息利益也许还“未达到权利的分配密度”(Zuweisungsdichte),〔27〕不采权利化模式而采行为规

制模式,立法政策上属谨慎之举,值得肯定。
《民法总则》第111条将个人信息利益确定为应予保护的法益,司法实践中,侵害个人信息

行为可根据《民法总则》第111条及《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之规定,认定为侵权行为。个

人信息侵权的构成判断,需运用规范目的说,通过规范的目的论解释,就法规所保护的人之范

围、保护的法益范围、法规所阻止的致害方式等,〔28〕结合个案来确定责任。由于个人信息与

个人隐私存在交叉关系,而隐私利益已被权利化并被赋予了更高强度的保护,故个人信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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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DieterSchwab,EinführungindasZivilrecht,Heidelburg:C.F.MüllerVerlag,16.Auflage,2005,

S.119.
权利化模式之下,也可能同时设有典型侵害行为禁止式的列举,但其有更为宽广的背景、一般性的

利益分配及排他性的安排,这类似于一般条款之下的类型展开,类型仅是典型类别的整理,类型具有开放性。
行为规制模式下的行为类型,虽然尚有类推适用的可能性,但应是封闭式的类型。

参见(日)田村善之:“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李道道译,载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年刊》(创刊号),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根据第111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失而导致依法获取的信息发生泄漏等情形,危害信息安全的,其
应承担侵权责任。

DieterSchwab,EinführungindasZivilrecht,Heidelburg:C.F.MüllerVerlag,16.Auflage,2005,

S.118.
JosephGeorgWolf,DerNormzweckimDeliktsrecht,Göttingen:OttoSchwatrz&Co.1962,S.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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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私信息遭受侵害时,可透过隐私权获得保护,可见广义个人信息之中“分配密度”高的部

分,已拥有其权利化的保护方式,这也为个人信息保护采行为规制模式提供了支撑。
(三)荣誉权的存废

继《民法通则》第102条及《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了荣誉权之后,《民法总则》第110条

以列举的方式再次确立了荣誉权。但是,荣誉权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权利? 其可以受到什么

样的侵害? 这些均不清晰。有学者指出:荣誉是根据一定程序或者由国家机关给予特定人的

评价;荣誉权是对于自己的荣誉称号获得利益而不受他人非法剥夺的一种民事权利。〔29〕另

有学者认为,荣誉权为获得荣誉的主体保持、支配荣誉的权利。〔30〕而《民法通则》第102条禁

止的侵害荣誉权的典型形态为“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
对于荣誉权,学界早有质疑之声,〔31〕近年有学者做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认为自罗马法以

来比较法上未曾有将国家或组织授予的荣誉称号作为一种单独受保护的权利或者法益,学界

对荣誉权比较法的认识,均建立在对righttohonour一词望文生义的基础之上。〔32〕司法实

践中被归于“荣誉权纠纷”项下的案件是多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混合体,《民法通则》确立荣誉权

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和高昂的制度成本,荣誉这种“评价性利益”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

值。〔33〕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民法中不应规定“荣誉权”,现有的荣誉权规定应予删除。
荣誉是由特定机构授予的肯定性评价,授予机构根据一定的标准、按照一定的程序在特定

人群中遴选出可授予荣誉的主体,并授予相应的荣誉。对于此等荣誉的可能“侵害”,可区分为

来自授予者和来自非授予者两种类型。授予者的“侵害”主要是所谓的不法剥夺。对此,荣誉

享有者应依行政或准行政程序寻求救济,主要的评判标准也是授予者的剥夺行为是否有正当

基础,是否符合授予荣誉所依据的规范文件的规定。另一类可能的“侵害”是所谓应授予而未

授予,其救济途径和评判标准同上,也非民事案件。例如,在“明哲诉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龙

岗大队荣誉权纠纷案”中,〔34〕法院认为:荣誉的获得在于有关组织的授予,而有关组织授予荣

誉是行政行为、组织行为或者有关单位的内部管理问题,不属民事诉讼审查范围。在“张勤读

不服安福县人民政府取消其荣誉证书案”中,〔35〕原告对被告取消其造林绿化一级荣誉资格、
收回已颁发的荣誉证书的决定不服,提起诉讼,法院将该案作为行政诉讼案件,认为被告撤销

原告荣誉的行政行为并不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亦未违犯有关程序,故维持了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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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35〕

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
参见王歌雅:“荣誉权的价值阐释与规制思考”,《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期,第19页。
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参见满洪杰:“荣誉权———一个巴别塔式的谬误?”,《法律科学》2012年第4期,第91页。
参见满洪杰:“荣誉权作为独立人格利益之质疑――基于案例的实证分析”,《法商研究》2012年5

期,第150-151页。
该案中,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管理文件规定,个人全年在新闻单位发稿80篇以上者报立个人

三等功,并年终给予奖励人民币2000元,原告全年发稿200多篇,但未能评上三等功,也未受到2000元的奖

励,故而以荣誉权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深中法民终字第3753号民

事裁定书。
参见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2000)安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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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撤销行为。可见,授予者与被授予者之间并非民事法律关系,相应的救济途径也非民事程

序。

那么,非荣誉授予者对“荣誉权”可能的“侵害”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日常生活中与此

有些关联的常见形态主要有:否认荣誉取得的事实,表示剥夺荣誉享有者的荣誉称号,声称荣

誉享有者不配获得相应的荣誉,声称荣誉享有者系采取不当手段获取荣誉称号,侵占荣誉证

书、奖杯、奖章等物品,损坏荣誉证书、奖杯、奖章等物品。这里,非荣誉授予者对取得荣誉之事

实的否定以及荣誉称号剥夺之表示等,对荣誉享有者荣誉之享有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民法通

则》第102条规定的“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的行为,非授予者无权实施也无法实施。

而声称荣誉享有者不配获得相应的荣誉或采取不当手段获取荣誉者,则可能涉及人格的贬损

等侵害名誉权行为。至于对荣誉证书、奖杯、奖章等荣誉标示物的侵占或毁坏,侵害的是相应

物品的所有权,与荣誉的“侵害”无关。例如,在“张自修诉横峰县老干部管理局损害赔偿纠纷

案”中,被告为了举办老干部功绩展,收集了原告所获得的朝鲜民主共和国三级勋章、全国解放

奖章、战斗英雄奖章等,后被遗失,原告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因存在意见分歧而向最高人民法院

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函中明确表示:“被告在收集原告所获得的奖章及证书等纪念物后,因
遗失不能归还,起诉到人民法院,不应定为荣誉权纠纷,也构不成对原告荣誉权的侵害,但对原

告所遭受的损失应予赔偿。”〔36〕

上述可见,荣誉授予者应授予而未授予、不应剥夺而剥夺荣誉的,涉及的是行政或准行政

法律关系,不存在民事侵权的可能;荣誉的非授予者无法撼动荣誉享有的事实,陷于剥夺不能,

非授予主体无法影响荣誉的享有,而围绕荣誉的相关不当言论多与名誉侵害相关,其他涉及到

荣誉标示物的侵害行为,可构成物权侵权,也不存在荣誉侵害的问题。故现行法中所谓的荣誉

权,至多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无“荣誉权”存留空间,《民法总则》中的“荣誉

权”应予删除。

四、财产权部分的修正路径

有学者认为,“民事权利章”现有条文应全部删除,改造为“民事权利之行使与保护”。〔37〕

至少针对财产权部分而言,该观点可予赞同。“民事权利章”之中的财产权规定,若具有规范属

性,则可能导致财产权规范最终分置于民法总则和分则,法典的体系化、便于找法等功能反会

被破坏;若不具有规范属性,则如前文所言,至多需要一个条文来全面列举各项民事财产权利。

对于其中的定义性条文,也如学者所言,即便需要立法定义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格权、身份

权等概念,亦分别是相应各法域的内容,自以分拆编入为宜。〔38〕这样,“民事权利章”可以在

保留前四个关于人身权的条文和最后一个权利不得滥用条文之外,增加一个全面列举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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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张自修诉横峰县老干部管理局是否侵害荣誉权一案的复函》及其附件。
金可可:“对草案体系等若干重大问题的修改意见”,《东方法学》2016年第5期,第116页以下。
参见朱庆育:“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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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条文,然后删除全部财产权的规定,从而实现全面瘦身,恢复健康的体态。下面针对总则

之中规定财产权的诸条文,作一简要的评析。
《民法总则》第113条财产权“平等”保护的规定,第117条公益征收、征用的公平、合理补

偿规定,均有其积极意义,只是这样的规定应放置于法典何处,可进一步思考。《民法总则》第

114、115、116、118、119、120、123、124、125、128条,可直接予以删除,让其回归到相应的分则编

之中。第121条不当得利和第122条无因管理的规定,系《民法通则》原文照搬。虽然,有学者

认为:如果分则编中包括债法总则,那么作为与合同、侵权并列的另外两大产生债的原因,从结

构清晰、体系完整的角度看,也应当规定在分则之中的债法总则编;如果不另外制定债法总则,
那么这两项重要的民法制度在分则中就无安身之地,只能放置于总则了。〔39〕但其实,即使分

则不设债法总则,将这二者放置在分论的任何部分,均比现在上挂于总则更为合理。再有就

是,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制度无疑需要更为细致的规定,这些规定将来是放分则中来规定,还
是修订总则来补充? 这里存在着两难,放分则,则再次形成规范分置于总则和分则的格局,而
修订总则来细化这两项制度,则会使总则更加难看。

第126条之规定纯属多余之举,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民事主体当然可以享

有,为此再设条文完全没有必要。第127条之规定被严重高估了,近期的解读中视其确立网络

虚拟财产权的观点比比皆是,但从该条条文中完全看不出这样的意蕴;该条只是说“法律对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若现行法中无规定网络虚拟财产之法律,则
该条也是空的,其自身没有任何规范意义。第129条之规定同样没有意义,民事权利各项取得

方式均会有其相应的规范基础,权利如何取得不需要总则在这里作学理性归纳。第130条之

规定是没有必要的重复,权利内含着自由,并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何需再言。第131条

之规定也是完全没有必要,义务履行之约束来自于义务之效力,且并非行使权利“时”均得履行

义务;在债法对待给付关系中,抗辩权的存在可达到促使权利人得履行义务的效果,相应的规

范已解决了这里的问题,不需要该条规定支援;在其他领域,如价值实现上需要,可将相应义务

履行设置为权利发生或行使的条件,这也是透过基于具体考量设定的具体规范来实现。实践

中,不可能直接援用第131条来阻止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一般性的适用会形成“兜底”效果,但
此种“兜底”有害无益。

五、结 论

法典具有体系化功能,学者指出:体系不仅储存了大量规范,而且通过统一的概念和规范

逻辑的排列组合,体系可内化规则间的矛盾,便于推论出规则适用的优先次序,大量减少找法

过程中的搜寻、比较、权衡、记录成本,其效益十分宏大;〔40〕体系的效益又不以找法、用法为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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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参见孙宪忠、宋江涛:“民法总则制定需处理好的若干重大问题”,《河北法学》2017年第1期,
第8页。

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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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必然还惠及立法和专业教育。〔41〕这里,以民法典为最终目标的《民法总则》,其“民事权利

章”的规定,多是在破坏法典的体系性,财产权规定中的非规范性条文无甚意义,规范性条文则

将导致财产权规则分置于总则和分则,形成体系上的混乱。
《民法总则》在人格利益保护方面,创立了人格利益保护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的新模式,

其区分权利立法与侵权法,由权利立法确立应受保护的法益,进而导入侵权法规则,实现法益

的侵权法救济。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民法总则》采行为规制模式,通过设定具体的行为义

务,来实现个人信息利益之维护,也是妥当之举。而“荣誉权”在私法中没有存留空间,应将《民
法总则》及《侵权责任法》中的“荣誉权”规定予以删除。

Abstract:Intheprocessofmaking“GeneralRulesofCivilCode”,the“TongZe”thinkingisofgreat

harm,withCivilRightsChapterasitstypicalmanifestation.ThereisnoneedtosetuptheCivilRights

Chapterundertheassumptionthatthecivilcodewillstipulatethecivilrightsindetail.Itshouldbeaf-

firmedthatGeneralprovisionsalongwithprovisionsforspecificpersonalrightsareadoptedinorderto

protectpersonalinterests,whilethepatternofbehaviorregulationisadoptedfortheaimofprotecting

personalinformation.Theprovisionsofpropertyrightsinthecivilrightschaptershouldbedeletedlest

therulesofpropertyrightsbeplacedbothinthegeneralandspecificpartofthe“CivilCode”.Intheend,

theprovisionsforrightofhonorshouldbedeletedaswell.

KeyWords:CivilRightsChapter;GeneralProvisionsforProtectionofPersonalInterests;Behavior-

RegulationPattern;Rightof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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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上注,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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